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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城镇;农村; 流动人口;性别偏好;性别比; 社会网络

=作者简介> 李树茁,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伍海霞,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靳小怡,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副

教授;费尔德曼,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教授。陕西西安: 710049

1  研究背景

在中国, 长期以来形成的男孩偏好观念是导致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 ( Zeng et al. ,

199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地区。研究发现, 一方面,

具有相对较强男孩偏好观念的农村人口流入城镇地区后其出生性别比加剧了城镇地区出生性别比的

偏高态势(伍海霞等, 2005) ; 另一方面,进入城镇后, 随着职业、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民工重

新构建着个体的社会网络,在网络成员观念与行为的影响下,个体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将发生转变( Car-

rington, 1988;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Friedkin, 1997;Kohler et al, 2001) , 进而也必将对城镇地区出生

性别比产生影响。在城镇农民工规模逐年扩大的现实情况下, 探讨流动后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观念的

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深入认识人口流动对城镇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寻求降低城镇人口出生性别比

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有关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观念、生育控制行为等的研究发现,流动后与社会网络成员的信

息交流与互动, 有助于流动人口理想初婚年龄的上升、生育控制行为从不避孕向避孕、传统控制方法

向现代控制方法的转变,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流动人口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流

动人口观念与行为的变迁(杨绪松等, 2004; 靳小怡等, 2005;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 Friedkin, 1997;

Sara andAbigail, 1997 ; Eklund, 1999; Kohler et al. , 2001)。截止目前,虽然已有一些学者通过对流动人口

性别偏好的研究,指出人口流动有利于流动人口男孩偏好观念的转变,但尚未定量化地从社会网络视

角对农民工的男孩偏好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杨瑛等, 2002; 尤丹珍和郑真真,

2002;洪旺全, 2005)。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2005年 4月在中国深圳市进行的农

民工专项调查数据, 在分析流动后农民工男孩偏好观念和行为的基础上, 采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 将从

社会网络视角研究社会网络、流动等因素对农民工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

*  本文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号 05ARK001 和 05CRK002)、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号 70671083)、西安交通大学/ 9850工程二期(项目号 0720070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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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人口流动带来了个体职业、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

将发生改变。国内外的研究表明, 社会网络因素、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均对流动后个体的观念与行为

产生了影响。

211  社会网络因素

社会网络是社会个体成员间因交往与互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 Mitchell, 1969)。借助于社会

网络,个体可获得情感支持、实际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获取有关工作、生活方面的指导、建议和信息,

从而对个体的观念产生影响(Katz and Lazarsfeld, 1955; Shye et al. , 1995)。同时,网络成员的观念与行为

的示范作用会强化或改变个体的行为规范, 使个体的行为在社会学习与社会影响过程中发生转变

(Carrington, 1988; Bongaarts and Watkins, 1996; Friedkin, 1997; Kohler et al. , 2001; Montgomery et al. , 2001;

Ataca & Berry, 2002)。因此, 流动后在社会网络成员(包括本地与非本地网络成员)性别偏好观念的共

同影响下,农民工的男孩偏好观念会发生转变。

Bott( 1971)指出社会网络的关系结构对个体观念的形成与变化具有重要影响。Granovetter( 1973)

根据互动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将个体与网络成员之间的

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产生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

相似的个体之间,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而来。有学者根据中国农民

工的社会交往特征,将由/亲缘0和/地缘0为主的家属、亲戚和老乡构成的网络关系定义为/强关系0,

由/业缘0和/友缘0为主的朋友、同事和老板等构成的网络关系界定为/弱关系0( Bian, 1997)。本文从

性别偏好研究的角度认为,在中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中,从事个体经营、商业或服务业、产业劳动者则

在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农民工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形成了农民工的强关系群体,与农民工相似,具

有较强的男孩偏好;而职位层次相对较高的经理、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政府干

部,在社会经济方面与农民工具有较大的差异, 构成了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弱关系, 他们具有相对较弱

的男孩偏好,对农民工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的转变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更利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与行

为趋同于城镇市民。

2. 2  流动因素

人口流动有利于个体观念与行为的转变( Lee and Farber, 1984; Goldstein et al. , 1997)。一般而言,

流动后个体的性别偏好既受流动前自身已形成的生育观念的影响, 又会受流动后再社会化过程中自

身对城镇社会文化适应的影响。本文认为, 人口流动对个体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可以从初次流动时的

年龄、流动后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和流动期间年返乡次数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依据 Riley 的年龄分层理

论,由于家庭状况、教育程度、生活经历和居住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政策制度等的差异,初次流动时不

同年龄层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不同( Riley, 1971)。相对而言,未成年人对婚姻和生育等问题还处于概念

阶段,男孩偏好较弱;而成年人,尤其是已婚群体,对婚姻家庭、子女价值等问题已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与感受,在较长时期父权制的影响下,男孩偏好观念相对较强。因此, 流动初始不同年龄层的农民工

的男孩偏好强度不同, 从而在流动时点基于年龄的差异产生了影响流动群体流动后至调查时点的性

别偏好的队列效应( Hui et al. , 2001)。流动后, 在交往群体与流入地社会文化的影响下,随着对流入地

社会生活的适应,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会发生变化, 从而形成了影响个体生育观念的时期效应( Riley,

1971; Charlotte & Howard, 1992; Geoffrey, 2000; Hui et al. , 2001; David & Christopher, 2003)。依据社会组织

理论,进入组织时间较长的个体将对进入时间相对较短者产生较大的影响, 而自身受进入组织时间较

短者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Pfeffer, 1983)。相应地,在城镇社会中,具有相对较弱男孩偏好的城镇市民对

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流动时间相对较长的农民工会对流动时间短的农民工产生

6    人口研究 30 卷



较大影响, 流入时间越长,时期效应越强,农民工的观念与行为越趋同于城镇市民( Yu et al. , 1996)。

另外, 由于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存在大量季节性流动或短期返乡现象, 并非永久性迁移(欧阳雪梅和谢

海荣, 1996) , 地缘与亲缘的影响会使农民工的男孩偏好观念阶段性地得到强化与恢复, 不可避免地会

对农民工生育观念向城镇社会的转化带来了负面影响。流动期间,年返乡频率越低,受乡村较强男孩

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越小, 个体有男孩偏好的可能越低。

2. 3  个体因素

研究表明, 受教育程度、已有子女性别等个体因素会对个体的生育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生育妇

女的受教育程度与出生性别比成正相关,除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妇女外,小学、初中等其他文化程度

妇女所生婴儿的性别比均普遍偏高;随家庭规模的扩大,已有子女的数量和性别会影响随后出生的婴

儿性别,孩次越高出生的男孩相对越多(涂平, 1993; Zeng et al. , 1993)。另外,个体因素还通过影响社

会网络而对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间接产生影响( Fischer, 1982;Marsden, 1987)。

总之, 流动后,随着在城镇滞留时间的延续, 农民工与其社会网络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动将对农民

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在分析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社

会网络、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

3  数据与方法

3. 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主要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 4月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农民工专

项调查数据。深圳市作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 目前拥有 1035万人, 其中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 16.

5% ,已成为全国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例倒挂最严重的城市(杨敏, 2005)。因此,选取深圳作为外来

农民工调查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次调查以 15周岁以上的聚居类和散居类农民工为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聚居类人群

指集中居住在工厂宿舍或工棚中的农民工,社区环境中市民的比例较低;散居类人群指分散居住在市

民小区中的农民工, 社区环境中市民的比例相对较高。实地调查中, 散居类样本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确

定调查对象,聚居类样本采用整群抽样方法确定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个体基本信息、婚姻家庭信

息、生育与养老的观念与行为信息,以及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信息。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实际支持

网络、情感支持网络和社会交往支持网络(Van del Poel, 1993) ;社会讨论网包括婚姻讨论网、生育及子

女教育讨论网、避孕讨论网和养老讨论网。经过数据录入、清洗,共收回有效问卷 1739份。有关本次

调查的目的、内容、执行和数据质量的具体描述请参见有关调查报告(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

所, 2005)。

3. 2  方法

根据研究设计, 本文主要从观念与行为两个方面对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进行研究, 主要包括两

个部分:

31211  单变量分析。首先,利用/如果您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您想怎么做?0所得到的信息, 分析流动

后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观念; 其次, 利用个体自身或其配偶(女朋友)有关活产子女信息,确定流动后农

民工的曾生子女性别比, 并借助于卡方( V 2)检验,判定该性别比是否偏离基准水平( 105) , 分析农民工

的性别偏好行为。

31212  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分析。

3121211  因变量

在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影响因素分析中采用 Cumulative Logistic回归方法,利用/如果您第一个孩

子是女孩,您想怎么做?0所得到的信息,将农民工的性别偏好划分为三级:无男孩偏好(停止生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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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偏好(再要一个, 不管男女)和强男孩偏好(不管怎样都要更多的孩子, 直到有一个儿子为止) ,并

分别赋值 1、0和- 1。分析中以无男孩偏好为基准。

在农民工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析中,由于中国约有 2/ 3的省区对汉族农村人口实行/第一孩

为女孩可生育二孩0的政策,剩余省区则实行二孩政策而不考虑第一孩的性别( Peng, 1993) ;且现实社

会中农业人口生育二孩者较普遍, 生育多孩则受到严格控制,二孩及以上孩次的出生性别比偏高,并

与前次存活子女性别相关(高凌, 1993)。据此, 本文认为已有一孩存活的情况下,第二孩的生育性别

更能体现个体的男孩偏好特征。因此,在农民工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中, 只对流动后二孩(一孩为

流动前生育或流动后生育)生育性别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中,采用二分 Logistic 回归方法, 因变

量为流动后生育子女性别,以女孩为基准。

3121212  自变量

依据本文的研究设计,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中自变量均包括社会网络因素、

流动因素;控制变量为个体因素。

( 1)社会网络因素

社会讨论网注重于研究个人的意识行为如何受网络成员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网络影响其他个体

(Marsden, 1987)。在本文的分析中, 以农民工的生育讨论网为主确定社会网络因素,主要包括网络成

员性别偏好观念的总影响效应和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

在社会网络中, 个体与网络成员的亲密程度越高, 其观念受网络成员的影响越大( Granovetter,

1973; Fischer, 1982)。本文利用农民工生育讨论网中网络成员对/第一个孩子是女孩0时的态度, 以相

应网络成员与被访者的亲密程度为权重,采用公式( 1)加权计算网络成员对个体男孩偏好的总影响效

应:

个体男孩偏好的总影响效应 = E
n

i
Ii @ A i ( 1)

在上式中, I i为第 i个网络成员与被访者的亲密程度, 划分为/十分亲密、比较亲密、一般、不太亲

密和很不亲密05个等级,并分别赋值 5、4、3、2和1; Ai 为第 i个网络成员对第一胎是女孩的态度,分为

无男孩偏好(停止生育)、弱男孩偏好(再要一个,不管男女)和强男孩偏好(不管怎样都要更多的孩子,

直到有一个儿子为止) ,并分别赋值 1、0和- 1, n为网络成员数。回归分析中,将网络成员对个体性别

偏好的总影响效应划分为无效应(加权值为零)、正效应(加权值大于零)和负效应(加权值小于零) 3

类,以无效应为基准。

关于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利用生育讨论网中网络成员的职业信息,将职业为经理、私营企业

主、专业技术人员、当地工会干部、当地妇联干部、当地计生干部、当地政府干部、家乡政府干部的网络

成员界定为弱关系, 分析中划分为有弱关系和无弱关系两类,以无弱关系为基准。

在社会网络变量的测度中,在性别偏好观念影响因素分析中将个体生育讨论网全部网络成员纳

入分析范围以确定网络成员对个体男孩偏好的总影响效应和弱关系;而在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

析中,考虑男孩偏好观念与生育行为的时滞性,只纳入个体生育该孩前已认识的网络成员对个体男孩

偏好的影响效应(假定该网络成员在个体怀孕前的男孩偏好与调查时点一致) ,并依据这些网络成员

的职业信息确定个体生育讨论网弱关系的有无。

( 2)流动因素

依据研究设计, 流动因素主要包括农民工初次流动时的年龄、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和年回家乡的次

数三个变量。流动因素为性别偏好观念与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析的共有变量。

初次流动时的年龄, 作为数值型变量。个体在城镇滞留时间(简称流动时间) , 在性别偏好观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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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分析中具体指农民工首次进入城镇至调查之日止的时间长度,而在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中

则指个体首次介入城镇至生育该孩时的时间长度。在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影响因素分析中, 将流动

时间划分为不满 1年、1~ 4年、5~ 7年、8年及以上 4类,以不满 1年为基准; 而在流动后生育子女性

别影响因素分析中, 将流动时间划分为 4年以下、5~ 7年、8年及以上 3类, 以 4年以下为基准。年回

家乡的次数(假定个体流动后每年返乡次数无明显变化) ,划分为 2次及以上、1次和不回去 3类, 以 2

次及以上为基准。

312121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为个体因素。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和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析共有的变量包括受教

育程度、已有子女性别和流动前居住区域。其中: 受教育程度作为分类变量,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

和高中及以上 3类;已有子女性别,在性别偏好观念影响因素分析中划分为无孩、只有女孩、只有男孩

和男女孩均有 4类,在生育子女性别影响因素分析中划分为女孩和男孩两类;流动前居住区域分为东

部、中部和西部 3类。另外,性别偏好观念影响因素分析中增加性别和婚姻状况变量, 婚姻状况划分

为未婚和曾婚(包括初婚、再婚、离异和丧偶)两类。

4  分析结果

4. 1  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分析

( 1)性别偏好观念

对于/如果您第一个孩子是女孩, 您想怎么做?0问题上所体现出的生育意愿,被访者中无男孩偏

好者(选择停止生育)占 37. 1%, 弱男孩偏好者(选择再要一个,不管男女)占 55. 9%, 强男孩偏好者(选

择不管怎样都要更多的孩子,直到有一个儿子为止)占 7%, 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工中有强男孩偏好观

念者相对较少。

( 2)性别偏好行为

表1提供了流动后流动人口曾生子女性别比的分析结果。

表 1 流动后流动人口曾生子女性别比

内容 总人数(人) 男(人) 女(人) 性别比 95%置信区间 卡方检验

总体 718 445 273 163100 1401 54~ 190109 331051* * *

胎次

1胎 441 266 175 1521 0 1261 00~ 184177 141522* * *

2胎 224 144 80 1801 0 1381 16~ 239168 211891* * *

3胎及以上 53 35 18 1941 4 1141 05~ 371132 41 832*  

  资料来源:中国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

注: * * * P< 01001, * * P< 0101, * P< 0105, + P< 01 1

表1的结果显示, 虽然流动后农民工总体和分胎次的曾生子女性别比均在置信度为 95%的临界

范围内,但曾生子女性别比都显著偏离了性别比的正常水平( 105)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动后农民工

在生育行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尤其一胎性别比显著偏高, 这与中国农村人口一胎性

别比基本正常(楚军红, 2000)并不一致, 是否存在被访者瞒报活产女婴或流产等行为( Zeng et al. ,

1993;涂平, 1993;高凌, 1993) ,亦或受调查抽样与样本数的影响还需在后续做补充研究。

总之,通过对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曾生子女性别比的分析可知,流动后农民工生育观念

与行为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特征。

4. 2  城镇外来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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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以流动后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观念和二孩生育性别为因变量, 利用 SPSS统计软件分析流动后

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因素。

表2提供了流动后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共有 4个回归模型,模型 1

和3分析了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性别偏好的影响,模型 2和模型 4分析了社会网络、流动因素和个

体因素对农民工性别偏好的影响。4个模型的回归结果简要总结如下。

表 2 城镇外来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变量
性别偏好观念回归( B) 二孩生育性别回归分析( B)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自变量

社会网络因素

 网络成员对个体性别偏好的总影响效应(无效应)

   负效应(有性别偏好) - 1. 384* * * - 11183* * * - 01715 - 01963
   正效应(无性别偏好)  11491* * *  11313* * * - 11316* - 11354+

 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无)
   有  01534* *  01558* * - 01081  01579

流动因素

 初次流动时的年龄 - 01018+  - 01 105*

 流动时间(不满1 年)
  1~ 4年  01711*

  5~ 7年  01590* - 01 446
  8年及以上  01304 - 01 906+

 年回乡频率( 2 次及以上)
   一年一次  01067  01 190

   不回去  01190 - 01 623
个体因素

 性别(女)
   男 - 01102

 婚姻状况(未婚)
   曾婚  01151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165  11 086*

   高中及以上  01525* *  11 108
 已有子女性别(无孩)

   只有男孩 - 01358
   只有女孩 - 01631*  21 286* * *

   男女孩均有 - 01928* * *

 流动前居住区域(东部)

   中部  01300* - 01 032
   西部  01680* * * - 01 126

 - 2LL 1461119* * * 21701 167* * * 2271 344 1731963* * *

样本数 1483 186

数据来源:同表 1

注: * * * P< 0. 001, * * P< 0. 01, * P< 01 05, + P< 01 1

在表 2中,模型 1分析了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的影响, 结果表明生育讨论网网络

成员的性别偏好和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对农民工的性别偏好具有显著影响。网络成员总体上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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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孩偏好(性别偏好总影响效应小于零)时, 农民工有男孩偏好的发生比约为网络成员性别偏好观

念总影响效应为零者的 4( e1. 384)倍,而网络成员总体上表现为无男孩偏好(性别偏好总影响效应大于

零)时,个体有男孩偏好的发生比仅为网络成员性别偏好总影响效应为零者的0. 23( e- 1. 491)倍; 有弱关

系的农民工有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约为无弱关系者的 0. 59( e- 0. 534)倍。

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础上,增加了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结果显示除社会网络因素外,流动因素

和个体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产生了影响。流动后, 初次流动时个体的年龄越

大,有男孩偏好观念的可能性越高; 随着在城镇滞留时间的延续,农民工有男孩偏好观念的可能性下

降。流动时间在17年者,有男孩偏好的风险约为流动不足1年者的 50%左右( e- 0. 631、e- 0. 590) ; 受教育

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群体, 有男孩偏好的风险显著低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目前只有女孩

和男女孩均有的农民工, 有男孩偏好观念的风险均显著高于目前无孩者, 分别为无孩者的 1. 9( e0. 631)

倍和 2. 5( e0. 928)倍;流动前居住在西部与中部的农民工, 有男孩偏好的几率显著低于来源于东部的农

民工群体。流动后年返乡次数并未对个体男孩偏好观念产生影响。

模型 3分析了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二孩生育性别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二

孩生育性别有一定影响, 网络成员总影响效应为无性别偏好时有助于个体生育男孩风险的降低。

模型 4在模型3的基础上增加了流动因素和个体因素。结果显示随初次流动时的年龄的增长个

体生育男孩的可能性会有所降低; 流动时间在 8年及以上群体二孩生育男孩的几率在一定程度上低

于流动时间在 4年以内的人群;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二孩生育男孩的可能性约为受教育程度

为小学及以下者的 2. 96( e1. 086)倍; 已有一女孩的农民工二孩生育男孩的几率约为已有一男孩者的 9. 8

( e2. 286) 倍。流动后年返乡次数并未对个体生育行为产生影响。

5  讨论与小结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4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农民工专项调

查数据,定量研究了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本文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

与行为的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

首先,在/第一孩为女孩时的态度0问题上有男孩偏好观念的农民工相对较多; 流动后农民工曾生

子女性别比显著偏离了性别比的正常水平( 105) ; 胎次越高,曾生子女性别比越高。上述结果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流动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

其次, 本文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的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当生育讨论网

网络成员对个体性别偏好的总影响效应表现为无男孩偏好时,农民工有男孩偏好观念的可能性降低,

生育男孩的风险下降,相反,网络成员的性别偏好的影响将促进农民工有男孩偏好观念的风险上升;

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将促使个体有男孩偏好的可能性下降。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基于社会

网络形成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效应会对个体的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 Katz and Lazarsfeld, 1955; Car-

rington, 1988; Shye et al. , 1995; Bongaarts andWatkins, 1996;Friedkin, 1997;Kohler et al. , 2001; Montgomery et

al. , 2001;Ataca& Berry, 2002) ; 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群体更利于农民工男孩偏好观念的弱化。

再次,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初次流动时的年龄越大, 流动后个体

有男孩偏好的风险越高, 一定程度上表明初次流动时点农民工群体形成了队列效应,对流动后个体的

男孩偏好观念产生了影响(Hui et al. , 2001)。个体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对流动人口的性别偏好具有一定

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动后个体在流入地社会生活的适应与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影响个体生育

观念的时期效应( Riley, 1971; Charlotte & Howard, 1992; Geoffrey , 2000; Hui et al. , 2001; David & Christo-

pher, 2003) ; 流入时间越长, 期间效应越强, 男孩偏好会愈来愈弱化, 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越趋同于城

镇市民(Yu et al. , 1996)。另外,流动 1年后,流动时间对农民工男孩偏好观念的影响即体现出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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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则在 8年后才得以显现,本文认为性别偏好行为的转变滞后于观念的变化,流

动后经历相对较长的时间个体生育行为才会发生显著变化。初次流动时年龄较大的农民工具有相对

较强的男孩偏好,但其生育男孩的风险却相对低于初次流动时年龄较小的个体。由此可见,初次流动

时年龄相对较大的个体, 在生育第二个活产子女时年龄也相对较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流动时间的延

续,个体的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会愈来愈弱化。流动后年返乡次数对个体性别偏好并未产生影响,在

一定程度上表明流动后农民工观念与行为的转变更多地受来自于城镇区域社会生活的影响。

最后, 个体因素中的受教育程度和已有子女性别对个体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受教

育程度越高,男孩偏好风险越低,但二孩生育男孩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涂

平, 1993;伍海霞等, 2005)。已有子女性别对性别偏好观念与二孩生育性别具有显著影响,验证了二孩

生育性别与原存活子女性别相关(高凌, 1993)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农民工在无男孩时强烈偏好男孩,

在有一男孩时则期望儿女双全,进而期望生育更多的男孩(李涌平, 1993;风笑天、张青松, 2002)。流动

前居住区域对个体的男孩偏好观念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个体生育行为并未发生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中国农村地区存在性别偏好观念的差异,但生育男孩仍然是农村人口的共同追求(穆光宗、陈俊

杰, 1996)。

另外,个体的文化程度、初次流动时的年龄和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对个体男孩偏好的影响也体现了

人口流动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正是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个体对周围社会文化的反应与适应

(Goldstein & Goldstein, 1982; Schnittker, 2002) ,从而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初始的队列效应与流动后的期间

效应而对个体的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影响。

同时, 本文研究还发现流动后农村流动人口男孩偏好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并不完全一致。本

文认为个体的生育行为取决于宏观社会条件和微观家庭的生育决策。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 农村

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促进了农村流动人口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先进生育文化和社会网

络中交往群体的示范作用对其生育观念产生了影响, 但在一定意义上并未从根本上满足或替代其世

系继嗣、劳动力与养儿防老等现实需求; 加之社会交往、社会评价与社会支持等需求促使男性居于不

可替代的主导地位, 生男仍是目前农村人口生育的核心追求(穆光宗、陈俊杰, 1996)。另外,男孩偏好

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中仅包括流动后生育二孩(一孩为流动前或流动后生育)的已婚人群, 自变量、控制

变量与样本数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对研究结果产生了影响。

总之, 本文的研究发现流动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在城镇再社

会化的过程中, 随着流动时间的延续,基于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学习效应对流动后个体的

性别偏好观念与行为产生了影响。

本文的研究和发现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主要从社会网络视角对流动人口性别偏好观念与

行为进行了研究,然而生育观念与行为的转变是一个长期而动态变化的过程,生育决策从传统向现代

的演进首先表现在生育数量选择的变化,其次是生育时间选择的变化,最后才是生育的性别偏好选择

的变化(风笑天和张青松, 2002)。农民工的性别偏好态势还需要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下,

结合农民工生育需求的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另外, 在深圳所观测到的影响农民工性别偏好观念与行

为的因素,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流动人口和流入地, 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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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Network and Son Preference among Rural- Urban Migrants in China: A Study in Shenzhen

Abstract: Using sample data from a survey of temporary immigrants in Shenzhen conducted by Institute for Popu-

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at Xi. 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 April 2005,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atus and de-

terminants of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related to son preference among the rural- urban migrants in a framework

of social network theory. It is revealed that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childbearing among these rural- urban m-i

grants exhibit strong son preference. Social networks, migrat ion history and individual factors have effects on th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concerning son preference among rural- urban migrants. The findings may help to under-

stand the increasing sex ratio at birth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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